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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地化整为零，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经济，
打破“大地主、小佃农”的局面；而第二次土
地改革则是在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形
态下进行的，将土地化零为整，扩大农业经营
规模，造成“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
放宽土地流转限制
长期以来，台湾农地政策的核心是“耕
者有其田”。但是，随着台湾经济转入后工业
化时代，继续沿用这一政策，将严重制约土地
流转制度的改革，导致农地制度的僵化。不
少农户以私有土地利益为唯一依归，不愿配
合对社区公共建设有利的农地重划，拒绝负
担农地重划后地块的整地费用，严重影响农
地重划的总体效益。
台湾的第三次土地改革，重点在于解决
农地的市场化问题，满足经济建设和非农业
部门的用地需求，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农民
收入，构筑适合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
规模经营”新模式。90年代以前，台湾《土地
的现状下，因为农民不愿主动出售其狭小的
耕地，扩大土地规模的目标没有实现，1990
年与1955年相比，耕种0.5公顷耕地以下的农
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反从34.4%增加到46.8%，
而同期耕种2~3公顷土地的农户则从7.8%减
到4.3%；第三阶段，开放农地自由买卖，某种
程度上为黑金政治打开大门。一些财团与民
意代表结合，很多先买下农地，再去影响地
方政府或议会，变更土地使用，这是黑金政
治最典型的手段。大家都把农地当房地产来
做，结果农产品都要从国外进口了。
在笔者看来，台湾土改的重要经验教训
在于：
土地产权的不同形式不是农业生产发展
的绝对决定因素，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农业
生产的发展。在台北最高的世贸中心附近的
黄金地段，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
不卖这块农田，每天在地里种菜，旁边是现代
化的高楼大厦。台北政府不能只给几千块钱
就强行拆迁，但归根到底，土地所有制的私
有或公有只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众多手段之
一，公有产权容易滋生短期行为，但私有土地
制度也会造成土地规模狭小和土地投机的盛
行。
另外，规范产权的变迁，需要真正的法
治，需要实行宪政，土地私有权要在政治权
利的保护下才能真正实现。在台湾，法律规定
了结社自由与农民成立农会的权利。因此有
强大的农会组织，99%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会，
农会机构完善、自治性强，实行的是民主选
举和管理，总干事由理事会聘任。农会以农
民为主体，强调农民素质的提高和技能的增
强，还包括农民政治地位和权益的保护等。
台湾地区的农会是组织农民的核心，同
时也是政府实施农村、农业政策的重要助
手，在协调、沟通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上扮演
着重要角色。它接受政府的委托，宣传推广
政府的政策计划,办理各项教育和生产培训，
及时收集建议与意见，向政府反映农民的愿
望为政府决策作参考；同时经常进行农民间
的调解、沟通，以减少相互间的分歧与误会，
增进组织的团结和理解。
如果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
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不会和社
会其他阶层那样平等。正是因为台湾的农会
制度，巩固了台湾的土改成果，打造了台湾特
色的现代化“小农”农业模式。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
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法》第30条规定：“私有农地所有权之转移，
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为限，并不得转移共有，
但因继承而转移者，得为共有。违反前项规定
者，其所有权转移无效。”1990年台湾当局对
此条款进行修订，调整私有农地所有权转移
受让人必须为自耕农的限定，从而为土地流
转制度的改革扫清法律上的障碍。
其中的突破在于：一是放弃全面保护农
场的立场，不再坚持优良农地不得变更为非
农业用地的原则；二是同意农地变更使用从
以往的供给引导，转为需求引导，开放农地自
由买卖，严格监控农地农用，落实农地管理。
但在放宽农地农用但又不能确切落实
的情况下，将来台湾的土地资源是否会大量
消失，农村绿色环境是否会遭受破坏，还有
待进一步观察。
经验教训
 纵观台湾的三次土改，第一阶段的土地
产权分配非常成功；第二阶段，在土地私有
如果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
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那样平等。正是因为台湾的农会制度，巩固了台湾的
土改成果，打造了台湾特色的现代化“小农”农业模式。
农会是台湾任何政党都不敢、不愿忽视的力量。
